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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伊加特的组织演进路径揭示了区域组织在功能拓展与能

力建设之间存在的普遍张力。 自 １９８６ 年成立以来， 该组织历经三次功

能拓展， 由最初专注应对气候灾害的环境治理机构， 逐步拓展以冲突调

解为核心的安全职能， 后来进一步发展为致力于经济一体化的区域共同

体。 上述转型并非由内生能力建设所驱动， 主要是对外部议程设定与区

域性危机的被动响应， 造成其组织职能与自身能力之间结构性错位， 具

体表现为资源长期短缺、 议程自主性不足以及成员国政治共识匮乏。 因

此， 尽管在调解苏丹内战等个案中取得显著成效， 但是结构性错位导致

伊加特在社会发展、 安全治理与经济一体化领域的整体绩效仍受到严重

限制。 若无法解决其职能与能力之间的根本矛盾， 该组织将在其核心职

能领域持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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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一体化进程正随着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建设而加速推进， 其中次区域整合

作为关键环节， 成效有赖于次区域组织的功能定位与能力建设。 然而， 与西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东非共同体等制度框架相对完备的区域经

济共同体相比， 非洲之角地区的次区域组织能力建设与制度化水平相对滞后。 伊

加特 （ＩＧＡＤ） 成立之初是一个功能特定的专业性组织， 而非全领域综合性机构，
这一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所引领的一体化进程， 使其呈现出若干独特属

性。 因此， 深入考察伊加特的组织演进、 功能拓展及其面临的挑战， 对于理解非

洲特定次区域的治理与合作模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目前， 学界已对伊加特予

以广泛关注。 部分研究探讨了伊加特在环境治理、 冲突调解及经济一体化等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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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举措与成效；① 另有学者聚焦其功能拓展与组织转型问题；② 还有研究从

整体上评估伊加特的运行机制与治理绩效。③ 综合来看， 既有研究系统梳理了伊

加特的实践， 并剖析了其组织架构与职能的演化路径。 然而， 已有研究成果仍缺

乏对伊加特功能拓展深层动力的分析。 鉴于此， 本文从资源依赖与权力配置的视

角切入， 通过系统回顾伊加特的发展历程， 探讨其组织演进的内在逻辑与现实

边界。

伊加特的功能拓展与转型

根据组织议程与架构的演变， 伊加特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

１９８６ 年， 伊加特作为一个旨在应对旱灾等气候问题的环境治理组织， 主要关注

区域的环境议题与粮食安全。 自 １９９６ 年起进入第二阶段， 伊加特的重心更多地

转向地区安全治理， 积极参与区域冲突调解与和平建设。 ２００６ 年进入第三阶段，
伊加特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目标， 致力于向综合性治理机制转型， 试图构建

涵盖安全、 发展与经济合作的区域框架。

（一） 第一阶段： 聚焦环境议题与组织建立

伊加特的前身是政府间抗旱与发展组织 （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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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Ｇｅｂｒｅｍｅｄｈｉｎ Ｇｅｂｒｅｍｅｓｋｅｌ Ｈａｉｌｅ ｅｔ ａｌ􀆰， “ Ｄｒｏｕｇｈｔ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ａｕｓｅ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Ｅａｒｔｈ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９３， ２０１９， ｐｐ􀆰 １４６ － １４７；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Ｍ􀆰 Ｓｈａｗ， “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ｒｉｓｅｓ： ＩＧＡＤ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 － １９９０ｓ，” ｉｎ Ｊｏｈｎ Ｓｏｒｅｎｓｏｎ （ ｅ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 Ｌｔｄ􀆰，１９９５，ｐｐ􀆰 ２６０ － ２６１；Ａｌｅｘ ｄｅ Ｗａａｌ，Ｅｖｉｌ Ｄａｙｓ：Ｔｈｉ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Ｗａｒ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ｎｅ ｉ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１９９１；Ａｌｅｘ ｄｅ Ｗａａｌ，Ｆａｍｉｎｅ Ｃｒｉｍ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ａｍｅｓ Ｃｕｒｒｅｙ，１９９７；Ｊｏｈｎ Ｐｒｅｎｄｅｒｇａｓｔ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Ｍｏｚｅｒｋｓｋｙ，“Ｌｏｖｅ Ｔｈｙ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ｄａｎ’ ｓ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１，２００４， ｐｐ􀆰 ７２ － ７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ＩＧＡＤ
Ｒｅｐｏｒｔ，ＥＣＤＰＭ， ２０１６， ｐ􀆰 ５０；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ＩＧＡＤ，ＥＣＤＰＭ，２０２２，ｐ􀆰 ８； ［南苏丹］ 勒本·内尔森·莫洛： 《南苏丹的和平进程与国际社
会的作用》，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第 ４８ 页； 张春： 《伊加特与非洲之角的安全治
理》，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第 ９２ 页。
Ｊｕｌｉｅ Ｓａｃｈé － Ｈｕｍｂｌｏｔ，“Ｕｇａｎｄａｎ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ｉｎ Ｊｅａｎ －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Ｂａｃｈ ｅｔ ａｌ􀆰
（ｅｄｓ􀆰），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２，ｐ􀆰 １６６；Ｒｅｄｉｅ Ｂｅｒｅｋｅｔｅａｂ，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ＧＡ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 ２６，Ｎｏ􀆰 １，２０１９，ｐ􀆰 ８􀆰
Ｓａｌｌｙ Ｈｅａｌｙ，Ｈｏｓｔａｇｅ ｔｏ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１， ｐ􀆰 １１； Ａｌｅｋｓｉ Ｙｌöｎｅ，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ｌａｗｓ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Ｆｏｒｇｅｄ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Ｓｕｄａｎ：Ｔｈｅ ＩＧＡＤ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ｆｔｅｒｍａ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 １４，Ｎｏ􀆰 ２，２０１４，ｐ􀆰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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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ＧＡＤＤ）， 其成立旨在应对严峻的气候灾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非洲之角灾害频发， 区域内各国普遍资源匮乏、 能力不足。 与此同时， 联

合国干预成效有限， 国际援助也存在在地适应性不足的问题， 这些因素共同催生

了建立区域合作机制的迫切需求。
其一， 地区面临严峻的气候灾害挑战。 非洲之角长期饱受自然灾害困扰，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８０ 年代， 持续旱灾及其引发的饥荒等次生灾害导致区域内六国 （埃
塞俄比亚、 肯尼亚、 乌干达、 索马里、 吉布提、 苏丹）。 近 ６０ 万人丧生， 经济损

失约 ５ 亿美元。① 面对如此挑战， 地区各国应对能力捉襟见肘， 具体表现为： 政

府财力匮乏， 难以保障必要的粮食储备； 在农牧业生产指导与增收方面缺乏有效

的技术与资金支持， 致使农牧业基础薄弱， 从业人口收入偏低。② 频发的旱灾不

仅直接导致粮食危机， 严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更对区域内各国的治理能力构成

严峻考验。
其二， 国际组织援助未达预期。 面对该地区的气候灾害， 以联合国为首的国

际组织虽积极介入并提供大量援助， 但成果有限。 例如，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联

合国曾试图依托萨赫勒地区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 （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 向非洲之角派遣专家进行指导，③ 然

而， 由于跨区域治理的复杂性， 此类干预成效有限。 为帮助非洲之角国家走出困

境， 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积极推动建立一个专门应对本地气候灾害的区域性

机制。
在此背景下， １９８６ 年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乌干达、 索马里、 吉布提和苏

丹六国元首签署协议， 正式成立政府间抗旱与发展组织， 总部设于吉布提。 成立

后， 该组织发布 《１９８６ 年行动计划》， 将工作划分为短期紧急救援、 中期恢复重

建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三个阶段， 旨在通过系统性、 全方位的干预推进区域环境治

理。④ １９９２ 年， 该组织发布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年五年计划》， 进一步将重点聚焦于粮

食安全与荒漠化防治。⑤ 尽管伊加特在初期主要关注生态环境与粮食安全， 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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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ｅｂｒｅｍｅｄｈｉｎ Ｇｅｂｒｅｍｅｓｋｅｌ Ｈａｉｌｅ ｅｔ ａｌ􀆰，“Ｄｒｏｕｇｈｔ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Ｃａｕｓｅｓ，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ｐｐ􀆰 １４６ －１４７􀆰
安春英： 《 “一带一路” 背景下的中非粮食安全合作： 战略对接与路径选择》， 《亚太安全
与海洋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９４—９６ 页。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９８３ ／ ４６：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ｒｏｕｇｈｔ － ｓｔｒｉｃｋｅｎ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Ｋｅｎｙａ，
Ｓｏｍａｌｉａ，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 ａｎｄ Ｕｇａｎｄａ，Ｕ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Ｊｕｌｙ ２８，１９８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ｎ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ＧＡＤＤ），”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 ２１，Ｎｏ􀆰 ５９，１９９４，ｐ􀆰 ９４􀆰
Ｋ􀆰 Ｉｓａａｃ Ｗｅｌｄｅｓｅｌｌａｓｓｉｅ，“ ＩＧＡＤ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Ｖｏｌ􀆰 ５５，Ｉｓｓｕｅ １，２０１１，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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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定位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这为日后向多领域扩展奠定制度基础。 然

而， 从发展轨迹看， 伊加特虽然在环境治理领域起步较早， 但其获得的资源与制

度投入长期不足， 即便在后来被列为重点的安全与经济领域， 其能力建设与资源

保障也并未充分实现。 这种在不同时期多个关键职能领域均显现出的投入欠缺，
反映出该组织在发展中面临的一个根本矛盾： 即在职能范围不断拓展的同时， 相

应的能力与资源却未能得到同步有效的加强。 这一深层矛盾已成为制约伊加特在

各领域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主要瓶颈。

（二） 第二阶段： 拓展安全治理职能与制度重构

１９９６ 年， 政府间抗旱与发展组织正式更名为政府间发展组织 （伊加特）， 工

作重心开始更多地转向地区和平与安全治理。 需要强调的是， 这一转型并非对原

有优先事项的完全替代， 而是在保持原有职能的基础上， 向安全治理领域外延式

拓展。 这种职能演变是内部经验积累与外部权力格局重塑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内

部来看， 该组织在应对气候灾害的过程中已广泛介入冲突调解， 积累了宝贵经

验； 从外部来看， 冷战终结在非洲之角形成权力真空， 导致各类地区矛盾迅速激

化， 因而迫切需要一个区域性和平安全机制来填补治理空白。
具体而言， 转型首先源于伊加特前期的经验积累。 该组织在成立初期推动气

候灾害应对的同时， 已经开始涉足区域冲突协调与调解， 展现出跨议题运作能

力。 伊加特并未将自身工作局限于预设议程， 而是积极探索环境危机与地区安全

协同治理的路径。 事实上， 早在 １９８６ 年首次首脑会议上， 该组织就促成埃塞俄

比亚与索马里元首会晤， 为两年后双方签署解决边界争端的和平协议发挥了关键

作用。 这一成功实践不仅使伊加特成为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力量， 也表明

其自成立之初就具备职能拓展的潜力。① 此后， 无论是 １９９１ 年斡旋索马里内

战，② 还是 １９９３ 年联合多方推动苏丹和平会谈，③ 伊加特都扮演了积极角色。 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伊加特已深度介入本地区多数重大冲突， 积累了较为丰富

的实践经验。
其次， 地区权力格局重组与安全挑战加剧是推动伊加特转型的另一重要推

力。 冷战期间， 非洲之角是美苏意识形态对抗的前沿阵地， 两国通过扶植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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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地缘政治竞争。① 超级大国介入客观上为该地区注入一定程度的外部稳定

性， 维系埃塞俄比亚、 苏丹、 索马里等国相对脆弱的政权。 然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后期美苏势力收缩， 地方性不稳定因素开始滋生， 域内多个政权于 ９０ 年代初

相继垮台， 非洲之角由此进入剧烈的权力重塑期。② 索马里与苏丹内战愈演愈

烈， 埃塞俄比亚与新独立的厄立特里亚之间关系迅速恶化。③ 地区安全局势失

控， 客观上要求一个区域性安全组织来主持和平调解事务， 而前期已在此领域有

所建树的伊加特， 自然成为最合适的选择。
再次， 外部干预的收缩与地区自救压力的增加。 冷战结束后， 美苏两国显著

减少对非洲之角的干预， 转而鼓励地区国家自主承担安全事务。 １９９２ 年， 美国

为应对失控的索马里内战而派遣的联合特遣队遭遇重挫， 此后干预意愿大减。 俄

罗斯则几乎完全从该地区撤出， 仅保留有限的军火贸易。④ 但俄罗斯在 ９０ 年代

后期同时向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出售武器， 反而加剧地区冲突。⑤ 至 ９０ 年

代末， 美俄等大国不再承担地区安全责任的态势已趋明朗， 非洲之角国家被迫在

安全领域寻求自救。 这种需求既源于实现和平的外部压力， 也来自保障政权安全

的内在驱动。 鉴于单个国家能力有限， 通过区域组织开展安全合作成为更现实的

选择， 在此背景下伊加特大力拓展安全职能。
在新定位下， 伊加特积极投身区域安全治理实践， 开展一系列具有实质意义

的行动。 １９９６ 年， 伊加特支持埃塞俄比亚提出的 “索德雷和平进程” （Ｓｏｄｅｒｅ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推动成立索马里救国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为筹

建索马里临时政府奠定基础。 ２００２ 年， 伊加特牵头成立技术委员会， 引入实地

监测机制以监督和推进索马里和平进程。 在此期间， 该组织还启动冲突早期预警

与响应机制， 构建覆盖地区、 国家和地方三级的预警体系， 旨在增强成员国对冲

突的监测评估与应对处置能力。 通过伊加特的积极斡旋， ２００４ 年索马里成功组

建过渡联邦政府， ２００５ 年苏丹南北双方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全面和平协

议》。 这一系列行动标志着伊加特在安全治理领域正由临时协调者转向能够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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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扩展与角色错位： 伊加特的组织演进及其发展边界

机制与引导进程的区域组织， 并在应对地区安全挑战中发挥关键作用。

（三） 第三阶段： 拓展经济一体化议程与推动多功能整合

自 ２００６ 年起， 伊加特的组织议程进一步向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拓展， 标

志着其进入发展的第三阶段。
首先， 非洲之角非正式跨境贸易快速发展凸显区域经济的内在活力， 为经济

一体化提供现实基础。 非正式跨境贸易作为一种避开官方管制的跨境商品自由流

通形式， 在冲突频发的非洲之角日益活跃。 它不仅有效促进地区商品流通， 也成

为改善当地民众生计、 应对危机的重要经济手段。① 以乌干达为例， 数据显示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 非正式跨境出口占其总出口的 １８％ ， 并呈持续增长态势。② 此

类贸易依托自发形成的商业与金融网络， 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或补充不完善的官方

机制， 展现出基层经济活动的韧性与活力。 这一现象表明， 基层自发的跨境商业

活动、 区域一体化与顶层的冲突解决和安全治理之间紧密关联。
其次， 应对安全挑战的策略转向综合治理路径。 尽管伊加特在安全领域取得

一定成效， 但是地区冲突持续存在， 新的冲突不时爆发。 现实表明， 将安全问题

与安全手段简单对应的治理思路存在根本缺陷； 安全治理模式亟须转型， 需要将

发展议题纳入其中， 构建更注重预防的结构性治理框架。 事实上， 地区冲突与社

会经济发展之间互为因果、 密不可分， 这为伊加特拓展经济职能提供理论基

础。③ 经过十余年的安全治理实践， 伊加特内部达成重要共识： 安全问题的根本

解决有赖于将安全治理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综合性手段。 基于这一共识， 伊加特

逐步调整自身定位， 更加注重在经济合作、 人文交流及增进成员国互信等方面开

展工作。
再次， 非洲大陆一体化进程推进提供了外部推动力。 ２１ 世纪以来， 非洲发

展的核心挑战从政治解放转向经济独立， 非洲统一组织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 为

适应新的需求， 非盟于 ２００２ 年成立， 承担起推动泛非主义与非洲一体化的新使

命。 非盟致力于加强建设其认定的 ８ 个次区域组织， 伊加特即为其中之一。 根据

非盟的整体规划， 伊加特被定位为综合性的区域社会经济共同体， 而非单纯的安

全组织。 这一要求促使伊加特进行职能拓展， 正式开启其向新领域探索的进程。
为响应新的定位要求， 伊加特推出一系列战略规划， 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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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２００７ 年伊加特出台 《最低限度一体化计划》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涵

盖经贸发展、 基础设施、 农牧业与粮食安全、 和平安全及自然资源保护五大领

域， 积极对接非盟一体化要求。 此后伊加特把建立自贸区作为重要目标， 深化成

员国在贸易、 基础设施与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例如， 伊加特曾设定在 ２００９
年前完成连接各成员国首都的 ５０００ 公里公路网及 ２０００ 公里能源运输走廊建设等

基建目标。① ２０１７ 年伊加特进一步启动 《区域基础设施总体规划》， 计划到 ２０５０
年建成 ９ 条经济走廊， 以促进区域互联互通。② 上述规划标志着伊加特已全面进

入多功能整合阶段， 但其在安全治理、 社会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等方面仍面临资源

不足、 成员国共识缺乏等结构性挑战。

伊加特在社会发展治理中的外部依赖与议程困境

在非洲， 大陆层面的整体规划深刻影响次区域合作实践， 使次区域一体化普

遍呈现强外部性特征。 具体而言， 伊加特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外

部议程植入、 资源输入与规范模仿的影响。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起， 伊加特将生

态环境确立为核心治理领域， 其关键动因之一便是外部行为体的影响。 当非洲之

角遭遇严重旱灾时， 外部资金与政策输入深刻塑造了该组织的早期议程与行动目

标， 使其后续发展严重依赖外部。

（一） 生态环境治理： 伊加特与联合国互动及外部依赖

伊加特通过与联合国紧密合作， 逐步建立起涵盖抗旱监测到气候适应的多层

次协作体系， 逐渐确立其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在联合国指导下，
伊加特不仅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便于成员国相互借鉴抗旱经验， 还设立协调机

制， 促进跨界水资源与牧场管理等议题上的对话与协作。③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 双方合作进一步深化， 伊加特对联合国的依赖也相应加深。 例如， 为响应

１９９４ 年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伊加特于次年创设 “次区域行动方案”
（ＳＲＡＰ）。④ 此后随着全球气候议程演进， 伊加特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关切， 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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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在气候预测与应对方面的职能。
然而， 伊加特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政策实施与能力建设始终受到外部资金与技

术的严重制约。 从议程设定看， 其核心职能及后续倡议虽然表面上源于自主发展

需要， 但实际上多为对联合国议程的响应。 有研究甚至认为， 外部捐助方的利益

深刻影响了伊加特的发展框架与路径，① 这一点可在其资金来源上得到印证。
１９８６—１９９６ 年， 伊加特多达 ９８％ 的预算来自联合国等外部援助方， 充分反映了

其对外部资金的严重依赖。② 之后职能拓展不仅未能改善伊加特对外部融资的依

赖， 反而引入更多元的外部行为体， 使其自主性面临更大挑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的数据显示， 在伊加特年均预算中， ２４％来自联合国与世界银行、 ６２％来自欧盟

及其成员国、 ８％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③ 多元化的援助来源使伊加特不得不在

不同资方的利益诉求与项目偏好之间寻求平衡， 以艰难维持运作。
在长期依托外部援助推进抗旱与环境监测的基础上， 近年来伊加特尝试将分

散项目整合为更具持续性的制度化战略。 在伊加特 ２０２０ 年发布的 《２０５０ 年愿

景》 中， 生态环境治理被正式纳入长期区域发展战略， 成为与粮食安全、 基础设

施及和平安全相互依存的核心支柱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 该战略方向与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及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合。④ 这种将环境议程制

度化并纳入总体发展规划的做法表明， 伊加特正努力突破以往项目驱动的短期治

理模式， 力求在战略层面实现各议题间的系统联动。

（二） 粮食安全治理： 伊加特与粮农组织及欧盟的互动

伊加特通过与联合国粮农组织、 欧盟等伙伴合作， 逐步培育其在粮食安全领

域的治理职能， 但这一过程同样面临外部依赖问题。 初期， 伊加特自身治理能力

有限， 关键项目实施仍需外部支持， 该领域的治理框架高度依赖粮农组织与欧盟

的资金与技术援助， 合作内容包括建立粮食预警系统与设计区域粮食储备网络。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伊加特试图更为自主地推进粮食安全治理， 并于 １９９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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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粮食安全战略，① 希望通过挖掘渔业潜力保障粮食供应， 为此还曾邀请粮农

组织开展渔业资源考察， 但最终因双方意见分歧而未能实现设想。②

在成员国长期内战背景下， 伊加特在粮食安全领域的治理深受地区动荡与人

道主义危机制约， 导致其粮食安全战略难以有效实施。 尽管 １９９２ 年发布首个综

合政策框架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年五年计划》，③ 但随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地区冲突

进一步加剧， 伊加特被迫将有限资源优先配置于冲突调解。 这一重心转移不仅

加剧了其对外部人道主义援助的依赖， 也导致该五年计划未能取得实质性进

展。④ 至 ２００８ 年， 伊加特重启地区粮食安全与风险管理项目 （ＲＥＦＯＲＭ），⑤ 但

项目最终因参与方需求差异过大导致政策协调陷入僵局， 未能有效推进。 近年

来， 伊加特在粮食安全治理领域进展缓慢， 尤其在新冠疫情与气候灾害叠加影

响下， 地区粮食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 凸显其在粮食安全治理方面的能力

不足。⑥

在 《２０５０ 年愿景》 中， 伊加特把粮食与营养安全确立为未来 ３０ 年的区域优

先事项， 同时提出实现农业产出持续增长、 保障基本粮食供给等一系列长期目

标。⑦ 为实现该愿景， 伊加特进一步制定以农业现代化为核心的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

短期实施计划。⑧ 然而， 在实践中这一自主战略规划再次让位于外部议程。 此

后， 伊加特参与由粮农组织和欧盟主导的 “非洲之角粮食与营养安全韧性建设计

划” （ＢＲＥＦＯＮＳ）， 工作重点明显转向欧美伙伴关注的流域水资源管理、 跨流域

协作及农牧合作机制等特定议题， 再次凸显其议程自主性困境。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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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加特在安全治理中的理想抱负与现实困境

冷战结束后， 非洲之角面临国家能力普遍不足与安全局势持续恶化的双重困

境， 驱动伊加特拓展安全治理职能。 与此同时， 域外大国一度从该地区收缩力

量， 导致安全挑战急剧升级， 而安全治理严重缺位。 在此背景下， 该地区一体化

进程优先转向安全领域的探索， 促使伊加特自 １９９６ 年以来将组织重心转向冲突

预警、 冲突调解与和平建设。 这种安全化转型源于现实需求的紧迫性。

（一） 伊加特参与地区冲突解决

伊加特在这一时期的实践主要体现在对区域内几场重大冲突的介入上， 其中

对索马里内战的调解历时最久， 也最能反映其角色演变和能力局限。 伊加特对索

马里内战的调解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伊加特以协

调者身份介入， 但成效有限。 １９９１ 年索马里内战爆发后， 伊加特支持吉布提政

府主持多轮和谈， 但未能阻止冲突升级。① 随着外部力量撤出， 伊加特在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５ 年独立承担调解任务， 尽管屡遭挫折， 但仍于 １９９６ 年支持埃塞俄比亚发起

的 “索德雷和平进程”， 促成索马里救国委员会组建。② 然而， 由于索马里地方

政治实体强烈反对， 同时关键成员国埃塞俄比亚对后续成立的过渡民族政府持消

极态度， 调解工作未能进一步推进。③ 自 ２００２ 年起进入第二阶段， 伊加特由协

调者转型为更积极的推动者。 为吸取前期教训， 伊加特牵头成立技术委员会， 依

据平衡氏族关系的 “４􀆰 ５ 方案” 推动民族和解会议， 最终在 ２００４ 年促成过渡联

邦政府成立。④ 为支持该政府， 伊加特于 ２００５ 年提议组建伊加特索马里维和特

派团 （ＩＧＡＳＯＭ）， 并于 ２００６ 年实际部署索马里保护和培训特派团。⑤ 尽管此后

索马里和平进程的主导权逐渐转移至非盟与联合国， 伊加特仍持续参与地区安全

治理， 扮演配合与辅助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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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索马里斡旋几乎同步， 伊加特长期介入苏丹内战。 这一重大的冲突调解实

践同样呈现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探索性调解。 在非洲统一组

织等外部调解失败后， 伊加特于 １９９３ 年成立苏丹和平常设委员会；① １９９４ 年提

出尊重南方自治权方案， 但遭苏丹政府抵制；② １９９５ 年引入外部支持的尝试反而

激化矛盾。③ 第二阶段始于 ２１ 世纪初， 伊加特优化调解策略， 组建包括肯尼亚、
厄立特里亚、 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外交官在内的核心调解小组，④ 通过持续跟踪

战局， 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先后促成 ６ 份专题文件， 分别就停火、 财富分配、 权力

分享等核心议题提出针对性方案。 这些努力最终为 ２００５ 年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

解放运动 （ＳＰＬＭ） 签署 《全面和平协议》 铺平道路。⑤

相较在调解苏丹南北冲突中取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 伊加特在应对达尔

富尔危机与南苏丹内战时的作用更为复杂且成效不一， 反映出其在不同冲突情景

下调解能力的差异。 ２００３ 年达尔富尔冲突激化之际， 由于伊加特将资源大量投

入苏丹南北和平进程， 在该问题上近乎缺位， 主导权由联合国与非盟掌握。⑥ 而

伊加特对 ２０１３ 年爆发的南苏丹内战反应迅速， 虽然于 ２０１４ 年初推动签署停火协

议， 但因被指偏袒一方而导致后续调解受挫。⑦ 直至 ２０１５ 年， 在非盟支持下，
“伊加特 ＋ ” 机制推动达成 《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 但该协议次年即告失效。⑧

此后， 伊加特于 ２０１７ 年组建 “高级别振兴论坛”， 并将主导权更多地交由苏丹

与乌干达等关键成员国。 在这些国家的强力推动下， 冲突双方于 ２０１８ 年签署更

具实效的 《解决南苏丹冲突新协议》， 最终实现停火。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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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伊加特安全治理面临的困境与制约

伊加特在非洲之角冲突解决与安全治理中无疑发挥一定作用， 尤其是在促成

苏丹和平协议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但其努力长期受到自身能力短板与结构性因素

的限制，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 组织资源长期匮乏严重制约伊加特安全治理的深度与广度， 使其难以

有效应对复杂的地区冲突。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伊加特的冲突治理机制尚不完

善，① 在索马里冲突调停等实践中暴露出执行力不足等问题。 进入 ２１ 世纪， 即

便建立早期冲突预警与响应机制并对独立行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资源短缺却愈

发凸显， 安全治理也未见显著成效。 例如， ２００５ 年规划的伊加特索马里维和特

派团， 仅一个营的预算就高达 ５１００ 万美元， 在美国拒绝出资后， 该计划因伊加

特无力承担而流产。② 在南苏丹内战期间， 伊加特曾提议组建保护与威慑部队，
但向欧盟寻求经费支持无果， 计划最终搁置。③ ２０２０ 年提格雷战争爆发后， 面对

冲突蔓延与人道主义危机， 伊加特因资源不足而力不从心， 仅发布措辞模糊的和

平呼吁。 直至 ２０２２ 年下半年停火前景明朗之际， 才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后续监督。
可见， 伊加特的调解能力始终受制于资源有限。④

其二， 治理方案往往因缺乏地区共识与本土适应性而效用不彰， 导致调解成

果难以持续。 伊加特虽试图通过机制创新来发挥作用， 但其方案设计常因过于迎

合外部援助方的偏好， 而在冲突地区缺乏适应性。 索马里 “４􀆰 ５ 方案” 虽获外部

支持， 却因未能与各族群充分协商而被批评为加剧族际不平等的工具。⑤ 在调解

苏丹内战时， 伊加特方案回避核心的石油收入分配问题， 并忽视阿卜耶伊地区归

属问题， 为日后冲突埋下隐患。⑥ 在达尔富尔冲突中， 伊加特未能提出任何具有

新意的调解思路， 暴露其知识生产能力不足。 在南苏丹内战初期调解中， 伊加特

简单套用苏丹模式的权力分享方案， 因脱离当地冲突的具体情境而一度受挫， 进

·１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ａｌｌｙ Ｈｅａｌｙ，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ｓｔ ｏｆ Ｗａｒ：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ＧＡＤ’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ｒｉｓｉｓ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２００９，ｐ􀆰 １０􀆰
Ｏｐｉｙｏ Ｏｌｏｙａ， Ｂｌａｃｋ Ｈａｗｋ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ＩＳＯＭ’ 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ｏｍａｌｉ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ｔｓ，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４，Ｈｅｌｉ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１６，ｐｐ􀆰 ４６ － ４７􀆰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Ａ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ｂｙ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Ｎａｍ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ｐ􀆰 ２１􀆰
Ｉｒｉｔ Ｂａｃｋ，“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 － Ａｃｔｏｒ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Ｇ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
Ｔｉｇｒａ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Ｖｏｌ􀆰 １５，Ｎｏ􀆰 ２，２０２４，ｐ􀆰 １５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Ｖｉｅｗ，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５，ｐｐ􀆰 １０ － １１􀆰
姜恒昆、 付海娜： 《苏丹石油： 从内政焦点到外交难题》，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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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凸显其方案设计的本土适应性问题。①

其三， 成员国间的深刻分歧持续挑战伊加特作为中立调解方的合法性。 作为

政府间组织， 伊加特的行动力源于成员国共识， 但共识在冲突频发的非洲之角较

难达成， 使其调解工作面临根本性挑战。 在索马里问题上， 伊斯兰法院联盟崛起

时， 埃塞俄比亚直接出兵干预，② 而肯尼亚则采取保守观望立场， 成员国分歧使

伊加特调解陷入僵局。③ 在调解苏丹内战时， 乌干达因不满苏丹支持 “圣灵抵抗

军” （Ｌｏｒｄ’ 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ｒｍｙ） 转而支持苏丹人民解放运动，④ 埃塞俄比亚也因

尼罗河水资源问题与苏丹政府关系紧张，⑤ 导致苏丹政府一度以伊加特不公为由

拒绝其调解。⑥ 这一困境在南苏丹内战调解中再度上演， 乌干达与苏丹分别支持

基尔派与马沙尔派， 乌干达甚至直接派兵参战， 导致伊加特前期协议无法落

实。⑦ 这一矛盾直至 ２０１８ 年乌干达与苏丹达成协议后才得以化解。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提格雷战争期间， 作为冲突一方且为伊加特东道国的埃塞俄比亚政府， 使伊加

特中立性广受质疑， 几乎完全限制其发挥作用的空间。⑧

伊加特在经济一体化中的探索与挑战

强外部性是理解伊加特职能定位与身份调整的关键逻辑。 这一逻辑不仅能够解释

其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中期向安全治理的转型， 同样适用于其自２００６ 年起将工作重心转向

经济一体化的调整。 当年， 伊加特启动旨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议程， 这在很大程

度上受非盟顶层设计与外部援助方资源激励的影响， 而非内在的自发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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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加特在经济一体化领域的探索主要体现为几项宏大的战略规划， 这些规划

反映了其向区域经济共同体转型的努力。
其一为 《最低限度一体化计划》， 该计划旨在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设定基本框

架。 ２００６ 年， 为响应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 《阿布贾条约》， 伊加特成员国元首

在内罗毕峰会上重申该组织转型为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愿景。① 次年， 《最低限度

一体化计划》 正式出台， 涵盖农牧、 粮食、 环境、 和平与经济五大领域。② 基于

此计划， 伊加特承诺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建成自贸区，③ 并于 ２０１２ 年提出推行简化

贸易制度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ｇｉｍｅ）。④ 然而， 直至 ２０１６ 年最终截止日期， 该计

划设定的核心目标未能实现。
其二为 《区域基础设施总体规划》， 该规划旨在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

区域经济一体化。 该规划于 ２００６ 年启动， 意在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接非盟

主导的大陆整合目标， 特别是为非洲大陆自贸区落地提供支持。⑤ 然而， 由于长

期缺乏必要的技术与资金支持， 该规划在十余年间基本停留在政策倡议与概念构

想阶段。 直到 ２０１８ 年， 伊加特在非洲发展银行支持下启动正式文本编制， 并于

２０２０ 年完成最终报告， 确立 ２０２０—２０５０ 年三阶段实施路径。⑥ 该规划分为短期

（２０２０—２０２４ 年）、 中期 （２０２５—２０３０ 年） 与长期 （２０３１—２０５０ 年）， 包括 １５０
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总投资预计超过 １２２７ 亿美元， 目标是到 ２０５０ 年所有成员

国都至少接入一条区域经济走廊， 实现基础设施空间布局的基本整合。⑦ 目前，
该规划的大部分内容仍处于可行性研究与融资谈判阶段。

其三为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战略实施方案》， 该方案旨在通过具体项目和行动推

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计划在 ５ 年内通过 ４１ 个专项方案和 １５２ 个具体项目， 将伊

加特打造为本地区重要的经济合作平台， 体现了其在经济一体化领域的雄心。 然

而， 该方案从一开始便面临严重的资金瓶颈， 在其超过 ４ 亿美元的总预算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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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评估时仅有 ２９％的资金到位， 导致大量规划停留在纸面。 更为严峻的挑战在

于， 如此庞杂的议程几乎完全依赖伊加特秘书处统筹， 但秘书处既无财政自主

权， 也缺乏有效的跨国协调与项目落地能力。①

综合来看， 伊加特在探索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面临一系列结构性难题。 首先，
组织资源长期匮乏， 其秘书处在人力和财力上难以满足区域合作方案的执行需

求， 而且过度依赖外援削弱其议程自主性， 形成资源依赖的恶性循环。 其次， 成

员国在一体化战略上缺乏共识， 各国迥异的经济政策与发展利益削弱区域经济的

互补性， 导致一体化进程难以深入推进。 最后， 机制拥堵也制约其一体化努力，
多数成员国同时拥有多个区域组织的成员身份，② 这种区域组织间的职能重叠与

竞争分散了本已有限的区域发展资源。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伊加特在这一进程中始终面临角色错位的困境。 作为以

环境和安全治理起家的组织， 伊加特在安全领域的成效有限， 却又迅速拓展至相

对陌生的经济一体化领域， 缺乏必要的政治共识与制度保障。 事实上， 伊加特向

区域经济共同体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非盟框架与外部援助方议程双重驱动， 而成

员国自身的政治意愿相对薄弱。 这使其议程设定远超自身经验与能力， 极易陷入

多领域议程争夺有限资源的困境。④

为回应资源不足与职能溢出的内在张力， 伊加特在 《２０５０ 年愿景》 中试图

通过搭建长期制度框架来规划其经济一体化路径。 该愿景将区域经济合作列为四

大支柱之一， 并规划从基础设施联通到数字经济发展六个连续战略周期， 旨在从

制度设计层面探索议题拓展的优化路径。 尽管此类自上而下的宏大规划能否有效

推进尚未可知， 但其直面问题的改革取向本身值得肯定， 也为伊加特的未来发展

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结　 语

伊加特的演进历程本质上体现了制度抱负与现实能力持续脱节。 本文揭示该

组织的发展并非源于内生、 循序渐进的能力积累， 而是一系列由外部力量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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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转型。 从应对环境灾害的专业机构， 到承载地区维和期望的安全框架， 再到

对标非盟议程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伊加特每次职能拓展都深刻打上强外部性的烙

印。 这种发展模式迫使伊加特不断承接远超其资源禀赋、 政治共识与制度边界的

新使命， 从而陷入任务超载与角色错位的结构性困境。 制度架构的拓展速度远超

内在根基的成长速度， 导致伊加特组织能力与职能需求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
这一内在矛盾直接导致伊加特在地区治理实践中绩效不彰。 尽管在调解苏丹

南北内战中取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 但这更像是在特定条件下难以复制的特

例， 而非其制度能力的常态体现。 在更多情况下， 无论是在索马里与南苏丹冲突

中步履维艰的斡旋， 还是经济一体化蓝图长期停留在纸面的现实， 都反映出其因

资源匮乏、 成员国利益分歧以及议程自主性不足而导致的执行力疲软。 如今， 伊

加特不仅面临东共体等其他机制在职能上的竞争与挤压， 更深陷成员国互信不足

引发的合法性危机。 展望未来， 倘若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其制度设计与自身能力之

间的张力， 伊加特不仅难以实现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最终目标， 甚至可能在曾赖以

立足的和平安全领域也面临被逐步边缘化的风险。 因此， 伊加特需要重新审视其

职能定位， 在保持适度开放性的同时， 更加注重能力建设， 寻求与自身资源相匹

配的发展路径。

（责任编辑： 贺杨）

·５２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ｌｅ Ｍｉｓ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ＩＧＡＤ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ｌａ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Ｔ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ＧＡＤ）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ｉｔ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ｎ １９８６，ＩＧＡＤ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ｉｆｔｓ：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ｏｄｙ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ｔｏ ａｎ ｅｎｔ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ｎｏｔ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ａ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 －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ｅ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ｔｓ ｍａｎｄ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ｉｎｇ ａ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ｓ，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ｇｅｎｄａ －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ｎｄ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ｕｓ，ｄｅｓｐｉｔｅ ｎｏｔａｂｌ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ａｓ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ｉｓ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 ＩＧＡＤ’ 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ｌｅｓ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ｔｓ ｃ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ＧＡＤ，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ｓ：Ｌｉｕ Ｘｉａｏｌａｎ，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Ｊｉｎｈｕａ ３２１００４ ）； Ｗａｎｇ Ｔａｏ，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ｉｎｈｕａ ３２１００４）􀆰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

Ｗａｎｇ Ｋｅｙ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ｒ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ａｌｆ ｏｆ ２０１５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ｏｆ ２０２５􀆰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ｃｏｐ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ｓ，ａｎｄ ｉｔ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ｋｅｙ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ｗｏ ｍａｉｎ ｌｉｎｅｓ：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
ｔｒａｃｅ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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